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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
新视角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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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遗传学是遗传学与行为研究的最新交叉领域。行为遗传学并非
倡导基因决定论，而是主张在正视先天因素影响的基础上，探寻社会环境如何
与基因交互作用，继而影响个体行为的发展。如何将行为遗传学与行为公共管
理研究相结合，是一个亟待探索和研究的重大命题。论文认为：行为遗传学提
供了至少三种研究公共管理行为的新视角，包括行政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基
因如何影响行政行为的发展、社会环境如何与基因交互从而对行政行为产生影
响。从方法上看，三种典型的行为遗传学方法包括双生子法、基因评分法与孟
德尔随机化法。它们为现有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补充。
总的来看，在现有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中引入行为遗传学的视角和方法，能够有
力促进及丰富基于公共管理行为的微观机制探讨，进一步推动学科自身的科学
化发展及与其他前沿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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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旨在借助实验方法与心理科学理论，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究
个体行政态度与行为背后所蕴藏的机理、机制和内在动力来源（Ｇｒｉｍｍｅｌｉｋｈｕｉｊ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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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吕孝礼等，２０２０；张书维、李纾，２０１８）。随着行为科学研究的
兴起和日益完善，行为公共管理学正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分支和有益
补充（代涛涛、陈志霞，２０１９）。然而，现有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关注后天因
素，即强调社会化和组织化的因素如何塑造个体行为，而忽视了先天因素对于
各类行政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例如，现有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强调诸多社会化
组织，包括家庭、学校、公共机构等，是塑造个体公共服务动机的主要力量；
它们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将其价值表达传导给个体，从而培育后者的公共服务动
机（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０；Ｔａｏ ＆ Ｗｅｎ，２０２１）。然而，部分学者也意识到，除了后天因
素，先天因素对个体动机与行为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称，
“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１９７２）。一些学者进而提出，由于生理构造
等方面的差异，女性天生就要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公共服务动机（Ｒｉｃｃｕｃｃｉ，
２０１８）。循此逻辑，是否其他行政态度与行为的形成也与某些先天因素密不
可分？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因科学、生命科学、神经与脑科学、心理科
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为理解人类复杂行为的微观生物基础提供了依据。在这
其中，行为遗传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是新兴起的一种跨学科视角，旨在从
基因角度理解人类行为（Ｐｌ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传统意义上，基因研究主要关
注于疾病，即探讨基因与相关疾病发展之间的关联。随着基因研究主题和范围
的不断发展深化，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基因与人类特征、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过去几十年间的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人类态度与行为的发展都被基
因所影响，包括个体的性格、社会感知的能力、智力、利他性行为等等
（Ｐｏｌｄ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一些基因，例如多巴胺系统和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
移酶（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Ｏ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基因，被反复证明与个体社会行为和抑郁发
展高度相关（曹衍淼、张文新，２０１９；王美萍等，２０１９）。当然，必须明确指出
的是：社会行为具有遗传性的事实仅仅能够证明在某一时间、某一环境下所存
在的基因影响，而绝非等同或可被默认理解为基因决定论。事实上，人类的一
切行为表征均蕴含着极其复杂的机理，由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共同塑造形成。

作为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公共管理研究却很少关注行为遗
传学的发展，对其理论性和应用性的探究仍然偏少。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的先驱，
例如古利克，曾不断引入生物科学视角的必要性：“新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新的
知识和运用领域，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学和心理学，同样也应该关注生命科学的
相关研究。”（Ｇｕｌｉｃｋ，１９８６：ｘｉｉ）国内学者也呼吁，通过关注新兴科学研究范
式和新兴科学技术，实现学科交叉融合，从而拓展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的视角和
主题（陈振明，２０２２）。从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来看，包括政治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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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经济学等在内的学科，纷纷将行为遗传学的主题与范式纳入其自身研究
视野中。例如，在政治学领域，基因政治学（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已发展多年，相关研
究探讨了基因与政治态度、投票行为等变量间的关联（Ａ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葛
传红，２０１６；朱仁显、韦焱良，２０１９）。由此可见，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公共管理学者对行为遗传学的关注显得薄弱、不足。

上述邻近学科的发展对于公共管理学科引入行为遗传学的视角提供了有益
借鉴。然而，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行为遗传学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核心价
值是什么？我们认为，现有研究既缺乏基于行为遗传学与公共管理研究间关系
的系统性梳理，也缺乏对行为遗传学的整体学科价值的宏观把握，更从未探讨
公共管理研究如何反过来促进行为遗传学的发展。因此，本文重点回答如下三
个问题：行为遗传学能给行为公共管理研究带来何种新视角？围绕行为遗传学
的主流研究方法有哪些？公共管理研究能否同时促进行为遗传学的发展？厘清
上述问题有助于推进行为遗传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交叉融合，从而推动公共管
理研究的科学化。

二、行为遗传学：一种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

探讨遗传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孟德尔所进行的豌豆株系实验并据此开
创的一系列遗传科学。然而，明确提出“行为遗传学”概念的学者是Ｆｕｌｌｅｒ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在其１９６０年所著的《行为遗传学》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一书中，两
位学者认为：行为遗传学旨在发现基因对于人类行为和特质的影响，可被视为
人类社会发现新知识的现代路径之一（Ｆｕｌｌｅｒ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０）。然而，上述
观点过于狭窄地强调了生物基因对于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因而招致了不少批
评。例如，Ｐｌｏｍｉｎ （１９８３）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十分复杂，绝不可用基因的
单方面影响来解释，而应理解为社会环境和基因共同交互下的产物。行为遗传
学不应只关注于基因，而更应该着重于探讨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互动作用。他因
此将行为遗传学定义为：探讨基因和环境对于人类行为发展的共同影响。从研
究视角来看，早期行为遗传学家主要采用双生子设计（Ｔｗ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等方法探
讨某一行为或特质是否具有遗传性（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 Ｔａｂｅｒｙ，２００８）。随着本世纪初
分子基因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全基因序列测定的完成，行为遗传学不再满足于
仅探究人类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而是研究哪些基因影响了人类的何种行为及
其背后的机制。就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近年来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行为遗传学主张从基因视角探讨个体行为差异的原因。例如，为什么有些
人的初始公共服务动机会比其他人高？为什么即便在类似岗位，有些人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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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的同事却更易产生创新意识、志愿行为？为什么有些人更易发展成为
领袖？公共管理研究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就此而论，两者在研究主题上有契
合之处。只不过，现有公共管理研究主要从社会环境、公共组织、集体文化等
视角出发进行解释，而行为遗传学主要从个体基因的差异性出发理解上述问题。
总的来看，行为遗传学至少可为公共管理行为的研究提供三种全新的视角：第
一，行政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第二，如果行政行为具有遗传性，基因是如何
影响行政行为发展的？第三，社会化环境如何与基因交互，从而对个体行政行
为产生影响？

（一）行政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
行政行为指的是在特定公共组织环境下，公职人员所展露的行为特征。现

有公共管理研究主要从社会化和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研判各类社会化组织，
包括家庭、学校、公共部门实践等对于行政行为的影响。例如，关于影响基层
公务员行为的诸多研究普遍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了包括组织容错
纠错氛围、繁文缛节、科层特征、制度激励、内部资源等的影响（郭晟豪，
２０２１；林亚清，２０２１；刘倩、李志，２０２１；谭新雨，２０２１）。诚然，公共组织
环境的方方面面对于公务员的行为塑造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先天遗传因素
对于行为的影响却也不能被排除或视而不见。现有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对
于环境的感知能力和水平是由个体大脑中的一些基本物质所控制的，例如多巴
胺，而这些基本物质的生成与遗传因素密不可分（ＧｏｌｄｍａｎＲａｋｉｃ，１９９７）。从
一个极端视角来看，如果某些群体天生缺乏这类基因，从而导致大脑内的相关
物质无法充分发育，他们的行为和能力发展就会存在某些缺陷，使其不能感知
到公共组织环境的变化，因而也不能展现出相应的行政态度和行动力。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明，许多社会态度和行为均具有遗传性。例如，研究
表明，基因可以解释大约４０％ ～ ５０％的亲社会（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行为与利他主义行
为的发展（Ｒｕｓｈｔｏｎ，２００４；Ｒｕｓｈ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政治科学的研究人员也发
现，投票行为和政治态度与基因密不可分（Ａ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葛传红，２０１６；
朱仁显、韦焱良，２０１９）。例如，Ｆｏｗｌｅｒ等（２００８）采用双生子法探讨了政治参
与是否具有遗传性。由于政治科学家尚未发展出专属的双生子数据库，Ｆｏｗｌｅｒ
等人利用现有来自美国的两个大型双生子数据库，研究了一系列政治参与行为
的遗传性程度。结果表明，在美国人群中，基因对于政治行为，特别是对于投
票行为的发展，有着超过５０％的影响。这一研究虽然未能分辨出何（几）种基
因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形成发挥了影响，却验证了政治行为具有遗传性。

因此，行为遗传学提供的研究视角首先是行政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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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许多社会行为和人格发展，例如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行
为、大五人格以及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等，都有很强的遗传性。如果基因能够
影响上述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行为与特征，那么从逻辑上讲，基因也会对相
关行政行为，例如志愿服务行为、公共服务动机、共同生产、执法行为等产生
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深入探究行政行为的微观生物机制，为识别
更加稳健的因果关系打下基础。此外，如果相关行政行为具有遗传性，那么将
基因因素纳入现有研究框架，或者将其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纳入现有模型，都将
有助于减少遗漏变量偏误，从而提升现有研究的解释力和预测效度。

（二）基因如何影响个体行政行为发展
如果行政行为具有遗传性，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其遵循何种机制。研究人

员并不仅仅满足于发现某一类行为具有遗传性，而是旨在探究何种基因通过何
种路径影响了个体行为的发展。现有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基因对于社会行为
的影响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直接路径，即基因直接影响了某类行为与特征的
形成及发展。例如，多巴胺基因直接影响了个体对环境的感知（Ｒｅｕ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二是通过中介机制来实现。譬如，基因首先影响了个体个性的发展，继
而通过个性差异影响了个体社会行为的发展（Ａｒｖ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我们认为，对公共管理研究而言，很少能有基因直接作用于行政行为的发
展。部分原因在于与行政管理相关的行为仍然是发展于社会和公共组织环境之
中的。个体在没有经历社会化的影响下，不太可能直接发展出相关行政态度和
行为。现有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也尚未证实有任何基因能够直接作用于与行政相
关的态度和行为。主要的研究发现是基因能够直接影响一些基本的个人特征，
例如感知能力、逻辑能力、智力水平、个性发展等（Ｅｂ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值
得一提的是，上述个体基本特征与行政行为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
有的公共管理研究来看，个人特征，例如大五人格特性等，与诸如公共服务动
机、组织公民行为等公共管理领域所关注的态度和行为之间都具有显著的关联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邱茜，２０１７）。

综合多方文献，可以发现：基因影响个体特征的发展，个体特征的发展则
影响行政行为。我们由此可推断：基因主要通过一些中介机制，例如个性、智
力水平等影响个体行政态度和行为，即基因首先影响了个体特征的发展，从而
影响了后续行政态度和行为的形成。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也支持上述设想。例
如，基因政治学的研究表明，个体所拥有的公民责任感具有很强的遗传性。
Ｗｅｉｎｓｃｈｅｎｋ和Ｄａｗｅｓ （２０１８）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基因如何影响
个体公民责任感的形成。由于个体的个性特征已被现有心理学研究广泛证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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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遗传性，同时个性特征也与公民责任感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Ｗｅｉｎｓｃｈｅｎｋ和
Ｄａｗｅｓ推测，个性特征发展是基因影响个体公民责任感形成的重要桥梁。借助于
双生子的研究设计，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基因并非直接作用于公民责任感的
形成，而是首先影响了大五人格的形成，进而影响了个体公民责任感的高低，
即大五人格的发展在基因和公民责任感的关联上起到了中介作用。

综上，行为遗传学为现有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第二个新的视角，即基
因是通过何种中介机制影响个体行政行为的形成及发展的。除了现有研究里常
涉及的人格特征，公共管理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讨公共服务动机是否也能成为
一种中介机制，连接基因与行政行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进一步打开
基因与行为之间的过程“黑箱”，为更广阔的行为研究提供视野与空间。

（三）社会化环境如何与基因相交互，从而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
行为遗传学不仅仅关注基因本身对于行为的影响，也关注基因与环境之间

的交互作用。现有研究表明，基因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存在两种基本效应：基因
－环境相关效应（Ｇｅ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和基因－环境交互效应（Ｇｅ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７）。

基因－环境相关效应强调个体的生活环境很有可能是其基因自选择的结果，
即基因会首先影响个体特征的发展，从而影响他们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例如，先天较为内向的个体不喜与他人打交道，因此倾向于选择在安静的地方
居住，同时避免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组织。

基因－环境交互效应则旨在说明外部环境具有抑制或者强化基因对于社会
行为影响的能力。例如，研究表明，个体对酒精的上瘾程度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极大。然而，对于一些生活在乡村地区的人们来说，即使其天生很有可能对酒
精上瘾，但由于受环境限制难以获得酒精，其对酒精上瘾的可能性都是偏低的。
相反，对于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们来说，酒类产品更容易获得，即使是天生对
酒精不太上瘾的人群，其沉溺于酒精的概率也会随之大大增加（Ｒｏｓ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这就恰恰说明，不同社会环境实际上为某一行为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发
展资源。这些资源限制或者强化了基因对于行为的影响。

除了一般性社会环境，家庭因素也是重要的环境变量。Ｒｏｗｅ等（１９９９）的
研究表明，家庭环境是个体基因与个体智商发展中的重要交互变量。他们利用
美国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中超过２００名的双生子数据，定量分析了家长的教育水平对于基因与子女言语
智商间的交互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个体言语智商的差异里，有５７％可
以被基因因素所解释；而在父母有着更高教育背景的家庭，基因对于子女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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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的影响超过７０％。这一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外部环境能够显著调节基因
对于个体特征发展程度的影响。

因此，研究特定制度、社会、组织环境与某种基因间的交互影响，是当前
行为遗传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为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另一崭新视角。
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而言，不仅可以研究一般性的社会场景，例如学校、家庭、
宗教等与特定基因的相关、交互作用；同时，公共组织本身亦提供了一个特殊
的研究场景。我们认为，这应是未来公共管理学者探索行为遗传的一个潜在
方向。

三、行为遗传学视角下的三种研究方法

总的来看，行为遗传学视角下有三种典型的研究方法，包括双生子法
（Ｔｗ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基因评分法（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ｃｏｒｅ）与孟德尔随机化法（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双生子法主要用于确定某类社会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而基因
评分法和孟德尔随机化法则采用分子基因技术，将基因的影响定量化，使得探
讨何种基因对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成为可能。后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基因评
分法将基因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于行为的影响；而孟德尔随机化法则将基因
视为工具变量，探讨自变量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双生子法
双生子法是一种较为传统的研究某类行为或者特征是否受到遗传因素影响

的方法。其基本逻辑是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Ｍｏｎｏｚｙｇｏｔｉｃ Ｔｗｉｎ）和异卵双生子
（Ｄｉｚｙｇｏｔｉｃ Ｔｗｉｎ）之间的差别，继而确定遗传与环境因素对于个体行为发展的影
响程度（Ｈａｌｌ，２００３）。双生子法通常使用方差成分的方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来分析双生子间的差异性（Ｎｅａｌ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ｏｎ，１９９２）。这一差异性主
要包括两大类，即共享型（Ｓｈａｒｅｄ）差异和非共享型（Ｎｏｎｓｈａｒｅｄ）差异。共享
型差异主要源自双生子所共享的客观环境，例如共同生活的家庭环境、相同的
父母特征等。而非共享型差异又可被进一步区分为由特殊型环境因素或个体基
因因素所导致的差异。特殊型环境是指双生子各自特殊的社会经历、个体对于
所接触的不同事物所发展出的不尽相同的理解等；而基因因素则指各类基因对
于行为的影响。因此，方差成分法对于行为遗传性的评估是基于分析基因影响
占总体差异性的比例而得出的：基因所造成的差异／ （基因所造成的差异＋共享
型环境因素导致的差异＋特殊型环境因素导致的差异）。可以看出，方差成分法
将双生子间的差异分解为共享型差异和非共享型差异的做法，与现有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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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常见的将差异性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方差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ＯＶ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有鉴于此，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均采用方
差成分法分析双生子数据，借以判断某类社会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Ａ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Ｆｏｗ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因此，双生子法可以成为公共管理研究者开
启行为遗传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基因评分法
个体遗传的变异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基因组上的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的差异所解释。基因评分法的核心逻辑是将单
核苷酸多态性根据其变异程度赋值为０，１，２，从而实现对于基因影响的量化转
换（Ｂｅｌｓｋｙ ＆ 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４）。现有遗传研究已经识别了超过８５００万个单核苷酸
多态性（ＳＮＰ）位点（Ｔｈｅ １０００ Ｇｅｎｏｍ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２０１５）。常见的做
法是计算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得分，从而构建一个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加总分
数（Ｂｅｌｓｋｙ ＆ 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４）。随后，再将这一分数作为自变量放入统计模型之
中，从而研究其对相关结果变量的影响。例如，Ｐａｔｅｌ等（２０２１）采用基因评分
法构建了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的基因评分；随后，采用随机效应
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探究主观幸福感的基因评分对于个体收入和就业选择
的影响。他们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基因评分能够很好地解释个体收入和就业选
择上的差异，从而证实了遗传因素对于社会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切实影响。对于
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构建基因评分的方法目前还较为少见；但运用
回归模型的手段，即将基因评分作为自变量从而估计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与
现有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路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这是公共管理研究值
得尝试和探索的方向之一。

（三）孟德尔随机化法
如前所述，基因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例如性

格、智力、情感能力等中介变量来实现的，即基因首先影响了上述个体特征，
再对行为产生了影响。孟德尔随机化法基于上述逻辑，将基因作为一个工具变
量来替代个体特征变量（Ｅｍｄ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以减少内生性问题。事实上，由
于基因不太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行为，其可以作为一个较理想的工具变量来消
减内生性。通过此工具变量法，学者可以研究特定社会变量与行为之间的因果
关系。与基因评分法和双生子法相比，孟德尔随机化法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并识别因果机制。例如，一些研究通过使用孟德
尔随机化法，探讨了教育水平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Ａａｒｅ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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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因此，孟德尔随机化法为识别相关变量对行政行为的因果机制提供了新
的方法与路径。

四、公共管理研究能否促进行为遗传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公共管理研究的飞跃都得益于跨学科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然
而，这一传统也曾引发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危机（徐扬，２０１７）。一些学者认
为，公共管理研究通常只引入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很少构建自身的理
论框架，同时也很难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实证研究发现，公共
管理学者经常引用诸如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期刊论文；相反，这
些学科却很少引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共管理学
对其他学科影响力不足（颜昌武等，２０２０）。如前所述，行为遗传学为行为公共
管理研究提供了三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助于增进对于公共管理行为微
观生物机制的理解。那么，在公共管理视角下进行的行为遗传研究，是否能同
时促进行为遗传学的发展，甚至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影响呢？

我们认为公共管理研究对象和场景的特殊性，为公共管理学者促进行为遗
传学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和视角。具体来看，公共管理研究至少能够在以下
两方面促进行为遗传学的发展。

一方面，公共管理研究拓宽了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对象。行为遗传学本身具
有交叉学科的属性。虽然其视角和方法源自基因研究，但其研究对象则因不同
学科的关注点而各异。例如，政治学者关注基因对政治行为、政治态度的影响；
经济学家则研究经济行为、经济决策、经济地位等的基因基础；心理学者侧重
探讨基因与一系列心理学变量之间的关联。虽然公共管理研究也关注一般意义
上的政治、经济、心理行为，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自身亦发展出一些特有
的研究概念和理论，例如公共服务动机、共同生产等。然而，这些概念很少被
其他学科所研究，自然也尚未被纳入现有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视角。例如，公共
服务动机是由公共管理学者首创的概念。那么，基因是否会对公共服务动机产
生影响呢？此外，在公共管理视域下从事行为遗传学研究，同样能够开辟其他
学科发展的新路径。例如，现有研究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先天基因对于就业选
择的影响（Ｂｅｔｓｗ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然而鲜有研究探讨基因是否会就政府部门
的择业偏好产生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理解官僚系统的形成至关重要。换
言之，个体是否天生就倾向于加入大规模的官僚组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有
助于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态度的形成以及组织学上的一系列问题。总之，公共
管理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概念将有助于拓展现有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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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对行政行为的生物学机制的理解。
另一方面，公共管理研究也有助于扩展现有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场景。公共

管理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场景，即制定公共政策的公共部门。如前所述，基因
与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现有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受限于自身的学科关注
面，主要聚焦在一些广义的社会组织环境，例如家庭、宗教、学校等，很少有
研究将公共组织作为一个场景进行独立研究。相较于一般性社会组织环境，公共
组织因其公共特性，为学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研究语境。一些研究表明，公
共组织为培育其成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和利他行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
Ｐａｎｄｅｙ，２００７）。我们认为，这一特殊环境很有可能强化基因对于利他行为的正
向影响，或者限制某些基因对于反社会行为的催生。同时，丰富的公共政策场
景也为研究政策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即公共政策的效果是否也取决于个体的基
因？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既有助于延伸现有公共管理研究的广度，也能为现有行
为遗传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社会化场景。

五、总结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是
解决重大科学和现实问题、生产新型知识的重要途径。行为遗传学是在这一背
景下产生的将遗传学运用在行为科学的新型学科，旨在探索行为背后的基因逻
辑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将行为遗传学纳入现有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不仅能
够拓展现有公共管理研究的视角，也能为研究和解决现实公共治理问题提供新
路径与新方法。本文认为，行为遗传学对于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至
少三个方面的全新视角，包括行政行为是否具有遗传性、基因如何影响行政行
为的形成，以及社会环境如何与基因交互从而共同影响行政行为的发展。在研
究方法层面，行为遗传学为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三种典型方法，包括双生
子法、基因评分法以及孟德尔随机化法。另外，公共管理视域下的行为遗传学
研究也有助于丰富现有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场景。

虽然将行为遗传学的视角引入公共管理学具有很高的探索价值，但我们必
须警惕基因研究的成果可能被曲解甚至滥用的情况。例如，基因与犯罪的研究
可能会被用来对先天具有某类基因的人进行有罪推定或标签化。从历史上看，
基因研究的成果在“二战”前后被广泛用于大规模的优生学（Ｅｕｇｅｎｉｃｓ）实验，
即通过干预遗传因素来控制人群生育质量。此类实验衍生出了各类政治、伦理
与社会问题。例如，基因与智商的研究被用于论证血统论、宗族隔离论，甚至
导致宗族灭绝，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鉴于此，我们必须指出，行为遗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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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非提倡以基因为基础进行基因编辑或进行选择性歧视，也绝非认可或默
许基因决定论。相关学术成果的错误利用并非研究本身的过错，而是使用者错
误理解了研究结论。基因影响个体行为并不等同于基因完全决定了个体行为的
发展。后天环境同样会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产生影响。纯粹强调基因或单一强调
环境的影响都与科学认知不符。行为遗传研究旨在倡导正视先天因素对于个体
行为的影响，而非忽视这一重要来源。其最终目的仍在于讨论后天社会环境因
素如何与先天基因共同作用，从而影响个体行为的发展，以及保持集体多元化
的动态平衡。

公共机构的管理人员及政策制定者尤其应辩证看待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既认识到个体乃至集体行为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影响所形成，又需避免基
因决定论的错误倾向，更不能通过基因筛查对人群进行划分及选择性歧视。公
共管理实践者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通过优化公共政策，减少群体间由
于先天差异所导致的不公平，同时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让先天弱势群体能够
将自身的某些劣势转换为优势，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此外，虽然行为遗传学的相关方法能够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补充，但
必须承认的是，其涉及的基因评分法、双子法和孟德尔随机化法等方法与主流
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仍有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能成为公共管理研究
的一种补充研究范式，也不意味公共管理研究者未来不能掌握其理论和方法。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轨迹来看，因其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借鉴研究范式，其
本身具有很强的交叉学科特性。例如，计算科学的研究方法本来并非为传统公
共管理学者所熟知。然而，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大数据研究的深入，越
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计算科学的方法解决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问
题。从可行性上来看，现有生命科学的发展为探讨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对基因数据的处理方法也日趋成熟，且可操作性强。其
他社会科学学科，例如政治学和管理学，均已开始运用基因评分法来探寻基因
与政治行为、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者而言，掌
握行为遗传学的方法和理论具备现实可行性。

值得欣喜的是，一些国际公共管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行为遗传学的价值，
并尝试进行了应用性研究。比如，学者探讨了基因是否会对公共部门的择业偏好
产生影响（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以及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因基础（Ｆｌｏｒｃｚ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上述研究是将行为遗传学运用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值得
国内学者留心。诚然，基于欧洲和美国族裔的相关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族
裔。我国学者对于上述研究发现应持审慎态度，在中国人群中验证其结论的稳
健性。从方法上看，上述研究多采用传统双生子法，尚未采用基因评分法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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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随机化法。在研究主题上，鲜有对公共部门内特有的行为，例如组织公民
行为、合作治理行为等进行基因研究。另外，置于中国场景下的一些特殊的公
共政策、行政行为也值得深入探讨。

总而言之，本文旨在强调作为一门跨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公共管理研究
应该注重最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与研究范式，拓展学科研究范畴，不断提高学
科的科学性与兼容性。我们呼吁更多的学者将行为遗传学这一全新视角引入公
共管理研究之中，聚焦特殊的公共政策及行政行为背后的基因逻辑，引领国际
公共管理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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